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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藏彝走廊是我国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沟通联系的通道，东西方向则是藏族与中华各民族之
间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地区，是民族交汇接触的关键区域和枢纽，在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具有特殊地位与
价值。藏彝走廊的民族格局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的。透过藏彝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
融，可以发现一个明显事实，我国各民族之间有很深的渊源联系，这既体现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体现于
各少数民族之间。藏彝走廊各民族的长期交往接触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智慧，是一笔珍贵财富。藏彝走
廊的各民族交往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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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数千年中国境内各民族
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正如费孝通所言，中
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
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
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
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翁独健
亦指出: “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
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
存。”［2］“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
所依凭的正是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见，民
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至为关键。今
天，中华民族的维系与发展，同样有赖于中国各民
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我国民族区域中，有一个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这就是藏彝走廊
地区。藏彝走廊现分布有藏、羌、彝、白、纳西、傈
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
门巴、珞巴、瓦、德昂等约 18 个民族，是现今中国
境内民族种类最多、民族支系最复杂的地区。在

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密切交汇的地区，民族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何特点? 藏彝走廊作为一个
多民族聚居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有何地位
与价值? 费孝通曾说: “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
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
成、接触、融合、变化等。”［3］4可见，认识“民族的
形成、接触、融合、变化”，正是藏彝走廊的独特价
值所在。为此，本文拟就藏彝走廊在我国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中的地位与价值等问题作一讨论。

一、藏彝走廊区域、概念与特点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民族区域

概念，主要指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
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
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
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众多
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
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的重要通道。藏彝走廊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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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语民族分布与活动的主要舞台，这里民族种类
繁多，支系复杂，由于独特的高山峡谷环境，它不
但成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保留大量古
老的历史遗留，其民族文化现象也具有突出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是我国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
区域。［4］

费孝通之所以将之称作“藏彝走廊”，是基于
该区域民族分布主要呈“北藏”“南彝”的格局。
“藏彝走廊”区域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大背景，即
1980年前后，当改革开放春风和煦，中国社会各
行各业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之际，获得第二次学术
生命的费孝通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国的民族
研究应当如何继往开来? 任何继往开来都离不开
对过去的反思和总结，人们总是从“过去”找到通
往未来的路。费孝通在反思中发现，以往的民族
研究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民族
研究;二是偏重于按照单一民族单位进行民族研
究。有鉴于此，费孝通提出了开辟中国民族研究
新局面的两个基本思路，一是按照“历史形成的
民族地区”开展民族研究，二是从中华民族整体
地域开展民族研究。“藏彝走廊”作为一个单独
民族区域的提出，正是费孝通将之视为“历史形
成的民族区域”的结果。可见，“藏彝走廊”区域
概念，是在中国民族研究发生重要转折关头产生
的，它标志着中国民族研究两个大的转向:一是从
按行政划区转向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开展
研究;二是从单一民族单位的研究转向了更加注
重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5］当时，费孝通曾
把中华民族整体地域初步划分为“六大板块”和
“三条走廊”，“六大板块”指北部草原地区、东北
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
沿海地区、中原地区; “三条走廊”则是藏彝走廊、
南岭走廊和河西走廊。［3］2－6所以，藏彝走廊区域概
念的提出，是中国民族研究进入从整体地理格局、
从中华民族所在地域研究民族之新阶段的一个标
志，同时也是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中国民族研究
新局面的一个开端。
“藏彝走廊”区域概念一经提出，得到民族学

界的热烈响应。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
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在马矅、李绍明、童恩
正、何耀华、余宏木等学界前辈的倡导下，决定响
应费孝通的号召，开展“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
考察”活动，这是首次对藏彝走廊区域进行大规

模综合考察，不仅取得可喜成果，也有力推动了我
国民族研究的转型。［6］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藏彝走廊逐渐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一个热点区
域。1992年费孝通写给成都召开的全国首次藏
彝走廊会议“藏彝走廊: 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对这条走廊展开文
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
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
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
比较生动的认识。”［7］1这是对藏彝走廊在中国民
族研究中地位与价值的准确概括。从此意义上
说，研究藏彝走廊的价值决非“就事论事”，更不
是只就“藏彝走廊”说“藏彝走廊”，而是要透过该
区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观察、认识中华民族
的流动与形成，通过藏彝走廊来认识“民族之间
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
识”。［7］1所以，对于研究藏彝走廊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需要从中国整体民族格局，从中华民族整体
地域来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藏彝走廊的
研究不断升温，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热点区
域，根本原因正在于藏彝走廊研究开创了中国民
族研究的新范式、新格局，这个新范式、新格局，就
是从过去偏重单一民族研究转向了更加注重民族
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

二、藏彝走廊民族格局是在多
民族交往交流中形成的

费孝通称藏彝走廊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
区”，这是十分贴切的。有一个事实异常明显，今
天生活于藏彝走廊的众多民族，大多是在不同历
史时期从周边地区陆续迁入的。影响和决定今天
藏彝走廊民族分布格局的主要是历史上五个大的
民族流动趋势: 1．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迁移; 2．吐
蕃向东扩张与藏彝走廊北部的“番”化; 3．蒙古族
的南下; 4．明清时期木氏土司与彝族向北扩张; 5．
明清、民国时期汉人以及回族的大量迁入。这五
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带来的各民族之间密切的交
往交流交融，正是藏彝走廊民族格局形成的原
因。［8］因此，藏彝走廊的民族格局正是在多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

据语言学的研究，原始藏缅语族人群与汉语
语族人群发生分化的区域主要在今黄河上游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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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河湟一带，发生分化的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
中后期。① 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分布于甘青河
湟地带藏缅语族的祖先人群开始沿着藏彝走廊的
河谷通道自北向南迁徙。目前在藏彝走廊北部约
距今 5000年前后的西藏昌都卡若、丹巴罕额依和
茂县营盘山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了黄
河上游地区典型的彩陶、粟和石器类型等。② 藏
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呈现两个鲜明特
点: 一，越接近黄河上游的地区则遗址的年代越
早，离黄河上游越远则遗址的年代越晚; 二，离甘
青地区越近其甘青文化特点就越明显，愈远则甘
青文化特点愈弱。［9］这些均是藏缅语族祖先人群
自黄河上游向藏彝走廊迁徙的确凿证据。藏缅语
族的先民自北向南迁徙，也得到民族志材料充分
印证。今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史诗、传说
和文化习俗中大多清晰地保留其祖先来自“北
方”的历史记忆。如岷江上游的羌族传说其祖先
来自甘青地区，［10］彝族的传说及彝文典籍则称其
祖先是来自于“牦牛徼外”( 今川西高原地区) ，③

纳西族的传说称其先祖来自金沙江的上游; 傈僳
族传说其祖先来自澜沧江上游，景颇族则传说其
先民来自青藏高原某地。［11］今藏彝走廊南部彝语
支民族的葬俗中，还普遍存在一种“送魂”习俗，
即在人死后要请巫师( 各民族对巫师的称谓各不
相同，彝族称“毕摩”;纳西族称为“东巴”等等) 念
送魂经，目的是把死者的灵魂一站站送回到其祖
先居住的地方。④ 尽管各民族送魂的路线、沿途
地名各不相同，但送魂方向却一致指向“北方”，
其中尤以彝、纳西、哈尼、傈僳、拉祜、基诺、普米和
景颇等民族最为典型和突出。［12］这正是藏缅语民
族先民曾发生自北向南迁徙历史的真实反映。恰
如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指出: “六江流域藏彝走
廊上居住的藏缅语民族各民族都有着一部从北向
南迁徙的历史。”［13］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迁徙，是
唐以前该区域最主要的人群流动趋势。

公元 7—9世纪，吐蕃王朝向藏彝走廊地区进

行了强有力扩张，不但将南诏收为属部，且“尽收
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雟等州相
接”，［14］其势力推进到今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上游
一带。公元 783年，唐、蕃双方订立清水会盟，以
大渡河划界，以东属唐朝，以西属吐蕃。［15］自此，
吐蕃征服和统治了藏彝走廊地区的众多部落，将
他们变为属部，使之成为吐蕃军事联盟的有机组
成部分。吐蕃人同当地被征服部落之间长期杂
处，相互交流影响，在漫长岁月中也造成彼此间的
同化与融合，使藏彝走廊北部地区逐步呈现“蕃
化”的趋势。唐末，温末首领鲁褥月率所部向南
进驻大渡河流域，协防南诏，后来逐渐散居于川西
及滇西北高原一带，与当地各部落居民杂处，走上
相互依存、融合发展之路。到宋代，宋人这样来描
述当地的人群面貌: “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
衰。今……岷水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
移州夷人，皆其遗种。”［16］又云: “在黎州( 今四川
汉源) 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17］在明、清
至民国时期，“番”成为汉文史籍中对藏彝走廊北
部甘青川滇民族广泛使用的一个民族类别
称谓。［18］

13世纪初，蒙古在入主中原以前，采取了“先
取西南诸蕃，以图天下”的战略。［19］1253 年，为
“迂回大理，斡腹攻宋”，忽必烈率 10 万大军分兵
三路由藏彝走廊南下，一举平定大理，沿途各部落
多“望风款附”。［20］自此，蒙古军事力量大体控制
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并在当地派驻军队、推行土
官制度、建立行政区划和开设驿站。明朝中后期，
一些蒙古部落陆续南下青海游牧，并进入藏彝走
廊。明末清初，驻牧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南下藏
彝走廊，击溃康区的白利土司，不断向南推进，相
继控制今康定、理塘、巴塘、木里、中甸等地，［21］蒙
古和硕特部控制了藏彝走廊地区后，将其作为征
税之地。［22］雍正初年，“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
塘、巴塘与云南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当地人
已“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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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23］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蒙古族后来大部分
都逐渐融入当地民族特别是藏族之中，成为汇入
当地的新的民族成分。例如，在今藏彝走廊地区
属于藏族的康北霍尔人中、木雅人中，丹巴梭坡、
中路一带藏族地区以及川滇交接地区的各民族中
均广泛存在蒙古祖源的传说。［24］正如有学者指
出: “川西南蒙古族人有鞑靼、咱哩、青海、阿咱拉
等称呼，他们有的分别融入回族、纳西族、彝族、西
番;川西蒙古族人仍是当地的统治者，有霍尔、瓦
述、梭坡、和硕特部等，他们后来都融入到藏
族中。”［25］

藏彝走廊中也出现过自南向北的民族流动，
这就是明清时期木氏土司与彝族的向北扩张。明
代，在明朝大力支持下，木氏土司的势力迅速崛起
并开始强有力地向北扩张，将势力推进到今云南
德钦、四川巴塘及西藏芒康一带的藏族地区。①

史载“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自纳西及中
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26］木
氏土司向北扩张，使纳西族与藏族发生了密切联
系，也使纳西族成为藏族与滇西各民族尤其是彝
语支民族之间的桥梁和重要联结纽带。

从清中叶到民国时期，藏彝走廊还出现了彝
族的向北迁移。凉山彝族大量沿安宁河流域北
上，进入今冕宁、九龙一带，或沿大渡河北上，向北
进入到今雅安汉源和甘孜州泸定一带，或向西北
大量迁移木里一带。② 彝族的向北迁移，是近代
藏彝走廊较大的一次民族流动。明清以来木氏土
司向北扩张及彝族的向北迁移，是藏彝走廊南部
彝语支民族的向北拓展，它不仅带来了藏、彝边界
的变动，也使藏彝走廊中“北藏”“南彝”的民族格
局逐渐定型。

汉人大量迁入是明清至民国时期藏彝走廊中
民族流动的重要特点。秦汉以来虽已有汉人进入
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下游和雅砻江下游一带，［27］

但明以前，汉人在藏彝走廊的活动主要限于大渡
河以东地区。这种局面在明、清时期开始发生改
变。明中叶以降，随着自东向西穿越藏彝走廊的
川藏道成为连结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重要交通要

道，以及清朝在川藏道沿线派兵进行驻守，推动了
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的迁移浪潮。汉人大量迁入
造成的大规模汉、藏互动与交融，成为近代藏彝走
廊地区最令人瞩目的民族现象，不仅导致该区域
中汉、藏民族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糅合、交
融，［28］也使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成为藏、汉民
族交流互动的通道，即学者们所称的“汉藏民族
走廊”。［29］

所以，藏彝走廊今天的民族格局，是由不同历
史时期从东、西、南、北等不同方向进入的各民族
相互交汇并且彼此密切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逐步
形成的。今天，从很大程度上说，藏彝走廊中各民
族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
一个缩影。正如费孝通所说，透过藏彝走廊地区
“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
可以让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有一个
比较生动的认识”。［7］1如果说，民族之间的交往交
流交融是藏彝走廊民族格局形成的根本，那么，藏
彝走廊正是我们观察、认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一个典型区域。

三、藏彝走廊在我国民族交往
交流中的地位与价值

如果把藏彝走廊放在更大的视野下，放在中
国地理格局乃至中华民族整体地域来看待，我们
能看到什么? 这同样是认识藏彝走廊意义和价值
的重要角度。

首先，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虽属于青藏高原
范围，却是一个地理过渡与连接地带。从东西方
向看，它是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在
地理上的过渡和连接地带。青藏高原地形因总体
是西北高东南低，分布于藏彝走廊区域内的怒江、
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
从西北向东南，犹如一级级大地阶梯，逐级下降，
最终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相连接。藏彝走廊是
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一个大的民
族交汇地带。由于海拔高度逐级下降，藏彝走廊
成为适合西南众多民族居住与生活的区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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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丽江木氏宦谱( 甲) 》的统计，自麽些木瓜制度形成后，向滇、川、藏交界的吐蕃地区用兵达 103次。参见《纳西族社会历史调
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

有关清代、民国时期彝族向北迁移情况，在 19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资料《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有较为
集中的反映。据方国瑜先生统计: “现在四川西昌地区约有二十万，云南丽江专区约有七万彝族是由凉山迁来的”。参见四川省编辑组:
《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 87－89页。《彝族简史》也提到: “近几百年来，凉山彝
族大约有一、二十万人外迁，居住到西昌专区的各县及雅安专区的汉源、石棉等县山区，以至云南的宁蒗、中甸、永胜、永仁、禄劝等地。”
参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彝族简史》( 初稿) ，内部铅印本 1963年，第 118页。



以，历史上，分布于四川、云南境内的众多西南民
族不断向这一区域迁徙、移动和渗透，使之成为众
多民族交汇和交错杂居的区域，也成为藏族与西
南众多民族交汇地区。从此意义上说，藏彝走廊
是居住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同中华各民族之间密切
交往交流交融地区，费孝通指出在藏彝走廊中我
们能够看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正是
就此意义而言。

其次，从南北方向上看，藏彝走廊的地形是北
高南低，这使得其区域内的六条大江无一例外均
自北向南流，所以，藏彝走廊区域北接甘青，南接
云南，是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地理连接带。因
此，藏彝走廊也是我国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
进行沟通交流并发生联系的重要历史区域。藏彝
走廊的主体民族是藏缅语族，藏缅语族主要包括
藏语支、彝语支和羌语支三个语支，藏缅语族的发
源地正是今甘青地区河湟地带。自新石器时代中
后期，藏缅语族的祖先人群即沿着藏彝走廊南迁，
逐渐流布于藏彝走廊以及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
区。今云南因民族众多而被誉为“中国的民族博
物馆”，①原因在于云南正是我国两大民族系统发
生交汇的地区，一是自东向西流动的百越民族系
统，二是自北向南迁徙流动的藏缅语民族系统，这
两大民族系统在云南发生交汇，衍生和分化出众
多的民族。

从民族的角度看，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是
汉、藏民族之间的过渡与连接地带; 在南北方向
上，则是北方民族与西南民族之间的过渡与连接
地带。所以，藏彝走廊处于一个关键区域，在地理
及民族上的过渡性和连接性，正是该区域的一个
重要特点。

倘若我们从更大的视野，从整个中国历史的
演变与地理空间角度看，藏彝走廊多民族交汇格
局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处于中国从东
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南端。“从东北到
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
发现并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他指出在从中
国东北到西南的这一大跨度的半月形地带中，不
但存在大量相似的文化因素，而且该地带在海拔
高度、日照、年降雨量及农牧结合经济类型等方面
上存在诸多共同点。［30］因此，半月形文化带成为

历史上北方民族频繁迁徙流动的地带。进入历史
时期，许多北方民族在势力壮大后，往往沿着该地
带西迁，如建立辽朝的契丹、建立元朝的蒙古均沿
着月形文化带进入藏彝走廊地区。此外，在历史
时期，许多北方民族也沿着藏彝走廊的河谷通道
南下，进入云南，最典型的是蒙古族、回族等。历
史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往往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要
越过这些强大的政治力量自北向南移动几乎不可
能。而藏彝走廊是一个政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带。
所以，历史上许多北方民族是通过藏彝走廊进入
南方。如在南宋末年，为实施对南宋政权的包抄，
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即从西北六盘山穿越藏彝走
廊南下云南，消灭大理政权，形成对南宋的包围之
势。明清时期，回族也多经藏彝走廊从西北南下
云南，以致形成李文秀的回民起义及建立政权。
许多北方文化因素也经由藏彝走廊传入南方。红
军的长征亦经由藏彝走廊地区北上，进入西北。
所以，藏彝走廊是中国南北之间发生交流和联系
的重要区域与孔道，也是观察和研究北方民族与
南方民族交流接触的重要历史区域。

在东西方向上，藏彝走廊是农耕区域同高原
地区民族与文化发生联系的通道和桥梁。尽管地
处横断山脉地区，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但这种
东西方向形成屏障的地形却并未阻断民族与文化
的横向交流。自明代中叶以来，在穿越藏彝走廊
的川藏道成为中央王朝经营西藏的主要道路后，
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的民族与文化交流显著提
升，川藏道不仅成为入藏的主要道路，汉族移民也
大量沿川藏道进入，产生了清代民国时期汉藏民
族在藏彝走廊区域的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今天
藏彝走廊许多地区的社会及文化面貌，很大程度
是在明清以来汉藏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
和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正因为如此，学界亦将藏
彝走廊称作“汉藏民族走廊”。［31］此外，藏彝走廊
区域另一个持续达千余年的重要交流，则是汉藏
之间的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历史上销往青藏高
原的茶，主要产地是四川雅安和云南大理、普洱一
带，两地的茶均是经由藏彝走廊地区运送到青藏
高原各地。因茶叶为藏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
故西藏地方亦将经由藏彝走廊的运茶路线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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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汉族外，云南有 25个少数民族，其中独有的少数民族有白、哈尼、傣族、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布朗、普米、阿昌、怒族、基
诺、德昂、独龙等 15个。



“黄金之桥”“汉藏黄金桥”。① 可见在东西方向
上，藏彝走廊区域在连接汉藏民族及两地间文化
交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藏彝走廊提供的经验与启示
藏彝走廊作为民族种类众多、支系复杂，民族

文化有突出多样性的区域，其在中国地理和民族
格局中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是我国多民族交汇、
聚居及文化交融的典型区域。中国是有着悠久历
史的多民族国家，在强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藏彝走廊作为民
族众多和文化多样性突出的区域，其在民族交往
接触、和睦相处、和谐共居方面积淀了丰富的经验
与智慧，这些经验与智慧大多散落于民间，尤如一
座宝藏，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例如，在藏彝走廊南部滇西北各民族中，广泛
流行“弟兄祖先”传说。传说的基本模型是，在创
世纪初，仅存一对兄妹，他们婚配生下几个儿子，
长大以后老大、老二和老三分别变成了相邻的几
个不同民族。这种传说普遍存在于彝、哈尼、傈
僳、拉祜、基诺、纳西、普米、怒、景颇、独龙、佤、布
朗、德昂族等 13 个民族之中。“弟兄祖先”传说
中弟兄民族组合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既包括本民
族，包括与本民族毗邻的民族，也常常包括汉族、
藏族等民族。这种以“弟兄”即“血缘联系”来阐
释民族关系的传说，尽管出于主观建构，但其功能
和客观效果却不容小觑，在多民族密切交汇地区，
它起到了柔化和改善民族关系的客观效果。② 这
种以血缘关系来阐释彼此关系的文化现象在藏彝
走廊中十分普遍，并不仅限于民族之间，也出现于
相邻的村寨之间。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中，在同一
条沟和同一地域的几个毗邻的村寨，也普遍流行
最初是由几弟兄分家后建立的传说。［32］这种传说
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这类传说却真实地反映了
人们的主观愿望，希望藉此“化邻为友”，拉近和
密切寨与寨、族人与他族之间的关系。过去，相邻
村寨子之间常因地界、资源划分及人事纠纷等而

发生矛盾或械斗，冤冤不解，形成敌意与仇杀，弟
兄分家形成不同寨子的传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
生。在很多场景下，与客观历史的相比，人们建构
的历史往往更能体现人们的主观愿望与意志，也
更为本质，在思想观念上更具真实性。这种用血
缘联系来诠释和构拟民族之间、村寨之间乃至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传说，正是藏彝走廊地区民族
“化他为友”、柔化民族、村寨乃至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一种高超的民间智慧。

此外，藏彝走廊多民族聚居地区，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相处主要遵循“求同”“求和”原则，主观上
有淡化和模糊民族界线的倾向，文化上则持开放
和包容态度，并不刻意将“民族”与“文化”对号入
座，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汲取，“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使民族之间通过文化“共享”构建出和谐、
友好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均是藏彝走廊多民
族交往接触中长期探索、积累的经验与智慧。这
些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民间智慧，可为当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提供宝贵借鉴和经验。从此意义上说，藏彝走
廊这一多民族交汇与密切接触区域，蕴藏着我国
多民族国家中构建民族和睦关系、实现民族团结
的诸多民间智慧与奥秘，这正是藏彝走廊在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价值之所在。

藏彝走廊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力地
证明一个事实，中国各民族之间决不是孤立和分
散的，而是一个彼此有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这
突出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
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例如，藏彝走廊南部即滇
西北地区存在“弟兄祖先”传说的 13 个民族中，
大部分“弟兄祖先”传说均以汉族为老大，本民族
为老二，老三、老四则为与之相邻的民族。笔者在
调查中曾就这一问题询问过当地老乡，他们的回
答非常爽快直接: “汉族是老大哥嘛”。这种回答
可能较为“现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近百年
来，当地少数民族的商品交换、接受的信息与现代
化因素乃至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大多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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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五世达赖喇嘛传》记: “( 1634年 9月间) 在此时期，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黄金之桥，各个高僧和施主的成千上
万的礼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寄过来，因此( 工布噶居巴的熬茶献礼) 起了很大作用。”参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
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 上)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 101页; 《安多政教史》亦载: “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
断了汉藏黄金桥，安多的一些有魄力的人们，绕道内地，经打箭炉转中康地区前去卫地。”参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
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 39页。

有学者指出“弟兄祖先”神话强调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以地缘维系共同体，在生活实践、交往联系中形成
的“弟兄”友谊及情感状态。参见王丹:《“弟兄祖先”神话与多民族共同体建构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路径》，《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2期，第 35－42页。



汉族为媒介来进行的。甚至在一些相对偏远的地
方，汉族也成为当地各少数民族交流、沟通的中介
与枢纽。其二，我国少数民族数量虽多，达 55 个，
但各少数民族之间彼此并不是分散和相互割裂
的，而是彼此间有紧密的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
这充分证明，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有

很深的渊源联系，亦即过去所总结的“三个离不
开”———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
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三个离不
开”，既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精髓所在，更是
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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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Multi－Ethnic Coexistence: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Ethnic Exchanges in the Tibetan－Yi Corridor Ｒegion

SHI Shuo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

［Abstract］The Tibetan－Yi corridor is th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ethnic groups
and the southern ethnic people，and it is a region of close exchange，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s in the east －west direction． It is the key area and hub of ethnic
intersection and contact，and has a special status and value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China．The ethnic pattern of the Tibetan－Yi corridor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up along with multi－
ethnic exchanges，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Tibetan－Yi corridor，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are deep connections i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a，which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between the Han and other ethnic people，but also among
diversified ethnic groups． It is precious for the long－term contact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Tibetan
－Yi corridor which have resulted in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wisdom． The exchanges between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Tibetan－Yi corridor are also a microcosm of the exchanges，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Tibetan-Yi corridor; ethnic group; exchange，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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